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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风沙流与沙尘暴是发生在高雷诺数大气边界层中的气固两相流，对风沙流与沙尘暴的深入认识、准确预报和科学防治都

要基于对风沙运动规律的认知和把握，因而需要借鉴高雷诺数湍流的研究成果。本文综述了高雷诺数壁湍流和风沙流/沙尘暴

研究的现状，着重介绍了在中国民勤地区建立的沙尘暴与高雷诺数壁湍流野外观测站，以及基于观测站的观测列阵所获得的初

步成果，展望了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沙尘暴；高雷诺数壁湍流；观测列阵

具有固体壁面边界的湍流称为壁湍流，从边界层概念形

成伊始，由于其在工程实际应用中的重要性，一直颇受流体

力学研究的关注[1]。大气表面层湍流是典型高雷诺数壁湍流

流动，风沙运动是大气表面层湍流与颗粒物质相互作用的结

果。沙（尘）粒在大气表面层湍流的裹携下，形成了较低风速

时近地表两米以下的风沙流和大风速时数百米高度的沙尘

暴，引发了一系列的自然灾害与经济损失[2-3]。2006年发布的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4]和

2013年国务院通过的《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年）》[5]

都将风沙灾害研究确立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

究。要实现对风沙灾害的准确预报和科学防治，必须深刻认

识风沙灾害形成的机理和规律，必须充分借鉴湍流研究的最

新研究成果。

1 高雷诺数壁湍流研究进展
受实验手段与计算条件的限制，早期所获得的对壁湍流

的认识主要是基于中、低雷诺数情况，获得了很多经典的研

究结果和普适性的流动规律，对工程问题起到了指导性的作

用。但是，很多实际流动的雷诺数比计算甚至实验所能达到

的雷诺数高几个量级。近十几年，中、高雷诺数壁湍流的数

值计算与实验、观测逐渐发展起来，其分析结果对经典理论

中的许多认识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高雷诺数时，一般认为壁湍流在重叠区的平均速度分布

为对数形式，经典理论认为对数律中的参数卡门常数 κ
（0.40~0.41）是不依赖于流动类型和雷诺数的普适常数[6]。但

现在大量的证据却表明，卡门常数随雷诺数变化，并且雷诺

数足够高时所逼近的数值与流动类型有关[1,7]，圆管湍流中卡

门常数为κ=0.41±0.02[8]，边界层和槽道流动中其取值范围为

0.384~0.389[9-11]。经典理论中认为对数区下界为y+=30~50（其

中 y+是以壁面摩擦速度uτ和运动黏度ν标度的无量纲的距壁

面高度）[12]，而新的研究结果发现，对数区下限随雷诺数增加

而增高[13-16]。高雷诺数时，除了近壁缓冲区峰值以外，湍动能

在对数区还具有第二峰值[17-18]，意味着在这个位置上还存在

一个湍动能的产生区域，若雷诺数足够高，对数区峰值甚至

可能超过缓冲区第一峰值成为湍动能产生最为活跃的区

域。此外，通过流动显示，实验和数值计算发现高雷诺数壁

湍流外区存在所谓大尺度结构（large scale motions，LSMs）和

超大尺度结构（very large scale motions，VLSMs），其流向尺度

分别可达 2~3倍边界层厚度[19-20]和 10~50倍边界层厚度[20-23]，

携带了大部分流向湍动能和雷诺切应力，因此对能量和物质

输运起着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远离壁面的大尺度湍流

结构对近壁小尺度运动有明显的调制作用[21-22,24]，即：内外区

存在相互作用，这与已有近壁自维持机制（内外区相互独立，

内区结构遵循特定的自维持循环来产生湍动能，无需外部触

发即可完成自维持[25]）的观点明显对立。

对相关的问题与新现象的更为详细的描述详见Marusic
等[1]和Smits等[26]的综述文章。这些新现象和新规律对湍流机

理认识及其工程应用都非常重要。例如，卡门常数的取值对

阻力的准确预测非常关键，因为大多数雷诺平均模拟方法

（RANS）和大涡模拟（LES）方法的近壁模型基于对数律，κ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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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2%会引起现代飞行器总阻力预测降低1%[27]。数值模拟采

用壁模型预测壁面剪切应力时，根据高雷诺数的新研究结

果，必须考虑外区大尺度结构对壁面小尺度应力脉动的影

响[28]等。这都促使人们开展更高雷诺数条件下的研究，以了

解壁湍流的动力学机理和雷诺数效应并更好的预测和控制

湍流。

2 风沙流/沙尘暴研究
近地表跃移风沙流一直是风沙物理学研究的重点。自

Bagnold[29]以来，开展了大量沙粒起动与输送的研究，获得了

许多基于平均流动参数和沙粒性质进行风沙流中输沙率/输
沙通量预测的模型 [30- 33]。不同于这些已有的研究视角，

Zheng[34]从非线性、多场耦合性、多尺度复杂系统的当今科学

前沿共性问题的角度，以更为细致的野外观测和风洞实验以

及更为精准的理论建模和所创建的更为有效的定量求解，在

重新审视已有风沙物理学成果的基础上，创建了风沙环境力

学这一新体系。Zheng等[35]有关风沙流中沙粒荷质比和风沙

电场的研究，不仅开启了对风沙电现象的风洞实验先河，并

且通过理论建模和定量求解，揭示出沙粒带电对风沙流过程

的影响[36]，使已有对风沙电现象的认识上升到科学层面。基

于对风沙流的深刻认识，郑和她的学生提出的跨尺度模型[37]，

实现了对沙丘场形成演化过程的定量重现和沙漠边缘扩展

速度的有效预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

迄今为止，对沙尘暴的研究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

度。沙尘数值模式在大气模式预报的气象信息的基础上，以

风蚀模块提供的地表输沙与粉尘通量作为下边界条件，通过

对传输模块中附加的粉尘输送方程进行求解，模拟粉尘浓度

的时空分布，并据此进行沙尘暴的预报[38-40]。在模式中，除了

土壤参数不确定性[41]等引起的误差以外，为加快预报计算速

度而对流动控制方程进行平均化处理（采用 RANS方法求

解）、丢失湍流瞬时信息也是导致预报结果误差的重要原

因。同样，在传输模块的沙尘粒子输送方程中，用梯度输送

理论确定沙尘的扩散系数，忽略湍流影响。对于沙尘颗粒如

何被湍流携带从地表向上输送至高空、进入对流层中上部等

问题还缺乏准确的描述，直接影响沙尘暴数值预报的精度。

事实上，近年来的相关研究都开始逐渐关注输沙与湍流

结构之间的关系。床面沙粒的起动必定受近壁小尺度脉动

直接影响：壁湍流数值模拟与测量表明壁面剪切应力脉动幅

值可达 0.4，且随雷诺数增加[42]，而对颗粒的直接测量结果显

示，作用于光滑床面球形颗粒上的升力脉动强度（均方根与

平均值的比值）可以达到 2.8[43]，这意味着沙粒流体起动受近

壁湍流脉动的影响不能忽略；由小波谱分析发现湍流与跃移

输沙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存在复杂相互作用，但近壁上抛

（ejection）-下扫（sweep）型的湍流猝发事件与输沙模式之间

不相关，输沙主要发生在流向风速脉动为正时[44]，因此推测跃

移风沙流的输沙结构可能与发源于外区的大尺度或超大尺

度结构有关[45]。此外，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基于安装

在气象塔 47、120和 280 m高度处的粉尘与超声风速仪的测

量结果发现，冷锋后的大风常叠加有周期为3~6 min的阵风，

阵风的波谷期有上升气流，沙尘上扬，波峰期有下沉气流，沙

尘上扬受抑制，由此认为，阵风是沙尘上扬的关键[46]，但其观

测位置距地表过高，没有测量对沙尘扬起至关重要的大气表

面层对数区中下部的流动。最近，基于大气边界层大涡模拟

湍流场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湍流外区的低动量结构对应着

壁面剪切应力极值，意味着一旦在极值壁面应力条件下沙尘

颗粒脱离地表，就可能会暴露于某种“上升通道”中[47]。尽管

阵风与湍流研究中所定义的湍流结构的差别尚不完全清晰，

但仅考虑平均流场显然无法描述沙尘上扬过程物理机制，必

须基于流动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和讨论。

3 风沙流/沙尘暴与高雷诺数壁湍流野外观测站
高雷诺数湍流与风沙流/沙尘暴的同步观测是解决上

述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虽然也存在观测技术难度

大、依赖测量环境、数据须严格筛选等问题，但作为目前地球

上可以获得的最高雷诺数（Reτ可达 106~7）湍流流动（表 1），大

气边界层提供了一个研究高雷诺壁湍流的极好的流动条

件。壁湍流大气边界层野外观测最早由犹他州大气边界层

湍流环境科学测试站实现，该观测站建立在大盐湖沙漠的平

坦沙面上，雷诺数达到了6.28×105。然而更高雷诺数情况下，

湍流统计量和流动结构规律的变化趋势仍有待检验。其次，

风沙流与沙尘暴的风洞实验与野外实际输沙过程的最大不

同来自于尺度和相似性。除几何相似、动力相似等以外，湍

流结构的差异也不可忽视。大气边界层的边界层高度约为O

（103 m），湍流积分时间尺度为O（103 s），而环境风洞尺寸通常

仅约为O（1 m），湍流积分时间尺度为O（1 s），导致对于相同

性质的沙粒，所作用的湍流结构尺度有很大差别，基于野外

观测数据定量分析湍流场中的输沙过程更为合理。此外，作

为一类典型的气固两相流动，风沙流/沙尘暴中沙（尘）粒通过

吸收部分湍动能，可能会改变湍流平均廓线、湍流脉动信号

的能谱形状和尺度-含能关系等，进而改变湍流相干结构的

几何特性和动力学演化行为，也是湍流多相流研究的重点和

难点课题。因此，野外长期、多点、实时、同步观测，既是进一

步研究高雷诺数湍流的有效途径，也有助于对风沙起动、输

运过程、甚至颗粒湍流相互作用物理机制的理解。

为了研究高雷诺数壁湍流特征和雷诺数效应以及湍流

对沙尘暴中沙尘输运的影响和相互作用，兰州大学风沙研究

小组于 2012年在位于中国西部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

之间的青土湖的干涸湖床上（103°40′03″E，39°12′27″N）建立

了沙尘暴与高雷诺数壁湍流野外观测站（Qingtu Lake Obser⁃
vation Array，QLOA）。观测点位于春季西北方向季节性强

风、特别是沙尘暴南下的路径上。来流上风向方圆 10 km范

围内，地表平坦起伏小于1 m，且无植被覆盖。野外观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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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布置在21个塔架上，1个观测主塔高32 m，其余20个为

高5 m的观测辅塔，其中8个辅塔等间距Lst=30 m布置在主塔

的来流上风向，另外 12个分别等间距 Lsp=5 m沿展向布置在

主塔的两侧，由此构成一个可以实现沿流向 0.24 km、展向

0.06 km、垂向 32 m的三维空间的观测列阵。主塔和辅塔的

地基用水泥加固处理，并用两层三条斜拉的钢绳固定。观测

仪器包括：30台英国Gill公司的型号为R3-50的三维超声风

速仪以及30台美国Campbell公司的型号为CSAT-3B的三维

超声风速仪，可同时测量三维风速、风向和温度；11台TSI公
司生产的粉尘浓度观测仪DUSTTRAK 8530，配合超声风速

仪测量某些特征高度的PM10浓度；自行研制的三维电场测

量仪，以1Hz频率测量三维风沙电场；近地表输沙强度测量仪

SPC，安装在 2 m以下高度，用于测量跃移风沙流强度（图 1~
图2）。

QQLOA是世界上迄今仅有的含沙流动全场同步观测、目

前可测雷诺数最高、沙尘暴过程信息最齐全的野外观测阵

列。特别是，已经基于此阵列对50余场沙尘暴过程进行了包

括风速和粉尘浓度在内的全场观测，这对风沙流和沙尘暴以

及高雷诺数壁湍流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献[59]对QLOA所得观测数据进行严格和规范的提取

以及细致、深入分析后指出：QLOA的观测数据是可靠的，且

可用于规范湍流边界层研究。这一工作在《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上发表，是中国学者在这一流体力学界著名国际

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野外观测文章，引起国际湍流界特别是

高雷诺数壁湍流研究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认为QLOA观

测站令人印象深刻，所获得的数据是独一无二的、对湍流研

表1 一些代表性的高雷诺数壁湍流实验、观测研究及数值计算情况

Table 1 Several representative experiments,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on high Reynolds number wall turbulence

室内实验

数值模拟

野外观测

机构/设备名称

普林斯顿大学High Reynolds number pipe flow
facility（SuperPipe）[48]

普林斯顿大学High Reynolds number Test Facility
（HRTF，SuperTunnel）[49]

新罕布什尔大学The flow physics facility（FPF）[50]

墨尔本大学The Walter Basset Aerodynamics
Laboratory[51]

The US Navy's William B. Morgan Large Cavitation
Channel（LCC）[52]

美国海军学院The High Reynolds Number
Turbulent Channel Flow facility[53]

韩国科学技术学院[54]

瑞典皇家工学院[55]

马德里理工大学[56]

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丁分校（2015年）[57]

犹他州大气边界层湍流环境科学测试站

（SLTEST）[58]

最大Reτ

9.82×104

7.25×104

1.97×104

2.99×104

6.88×104

6.0×103

3.0×103

1.35×103

2.0×103

5.2×103

~6.28×105

边界层厚度

δ/m
0.0647

0.291

0.6885

0.388

0.1135

0.0125
—

—

—

—

~60

方式

管道

风洞湍流边界层

风洞湍流边界层

风洞湍流边界层

水槽边界层

水槽槽道

DNS管道流动

DNS湍流边界层

DNS湍流边界层

DNS槽道流动

大气边界层净风场

图1 观测阵列及安装观测设备的照片

Fig. 1 Photographs of observation arrays and
instruments inst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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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非常有价值的数据[60]。

基于对QLOA观测数据的分析，文献[59]证实在更高雷诺

数条件下，大气表面层中也存在超大尺度湍流结构VLSMs；
超大尺度湍流结构的含能随高度上升而增加，不同于以往在

中低雷诺数情形的实验结果；流向速度预乘谱中、低波数区

域谱线随高度的变化存在一个“翻转”现象，与低雷诺数边界

层实验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分析，还给出了这一新规律所包

含的新的内在机制：即意味着大气表面层中除了自下而上的

近壁能量循坏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的能量来源，例如，在表

面层外存在着更大尺度“涡”的自上而下的剪切破碎过程。

该的结果加深了对大气表面层中超大尺度结构形成与演化

的新认识，也为进一步深入揭示大气表面层中物质传输（如

沙尘暴过程等）机制奠定了基础。

4 结论与展望
大气边界层空气流动是典型的高雷诺数壁湍流流动，发

生在大气边界层中的风沙流/沙尘暴是沙尘颗粒与湍流相互

作用的结果。实现沙尘暴的准确预报须基于对高雷诺数湍

流、颗粒-湍流相互作用机制的深入认识，而不应仅限于简化

的物理模型。

在民勤青土湖所建立的沙尘暴与高雷诺数壁湍流野外

观测站QLOA可以开展净风场与含沙尘流场的多物理量、实

时、同步观测，积累了大量的观测数据并基于观测数据获得

了湍流结构演化、沙尘-湍流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相关分析结

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作为国际上一流的、有特色的

观测站，有理由相信并期待，只要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获得更

有意义的观测数据和结果，QLOA必将能够成为一个国际性

的研究基地，极大推动高雷诺数湍流与湍流多相流的研究，

提高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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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observations on wind-blown sand/dust storm and high
Reynolds wall turbulence

AbstractAbstract Wind-blown sand and dust storm are typical gas- solid two phase flow occur in high Reynolds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
turbulence. Better understanding, accurate prediction and effective controlling of wind-blown sand and dust storm all rely on knowledges of
sand/dust particle movement, and therefore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high Reynolds wall turbulence: The driving force of particle
movement. After a briefly review on high Reynolds wall turbulence and sand/dust storm researches, the Qingtu Lake Observation Array
(QLOA) established in Minqin county was introduced in detail. Preliminary results achieved in the light of observed data and outlook were
described.
KeywordsKeywords sand/dust storm; high Reynolds number wall turbulence; observation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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